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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話題轉到1999年的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被炸事件時，中國人的情緒明顯的激動起來，美國人卻一臉茫然——他們中的大多數甚至不知道這一事件，少數知道的人也沒有頭緒——這肯定是誤炸，在戰爭中美國人連自己人都炸傷，中國人為何反應如此強烈，並充滿了陰謀論式的推斷。
此刻，窗外正是南加州燦爛的陽光，穿過鬱鬱蔥蔥的樹林零星散落的小鎮，太平洋的海灘就在五公里外。在三天的時間里，三十名左右的中美青年圍坐在一間會議室里，談論自己成長和對中美關係理解。主辦方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因為在1971年戲劇性的乒乓外交中充當仲介人，而在中美關係中佔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自從2002年以來， 它開始邀請兩國的「最傑出和最聰明的」（美國人似乎最喜歡這種措詞，這個國家充斥著彼此間的言語上令人愉悅、也常常無當的鼓勵與讚揚）年輕人參加「青年領導人論壇」，進行一種主題鬆散的交流。
在談論自己的成長與夢想時，每個發言者都充滿了令人讚歎的光輝。我對於其中兩位印象尤其深刻。出生於墨西哥的丹尼爾·盧布茲基充滿了拉美文化中的活力，熱衷猶太作家韋澤爾的大屠殺作品，他創建的和平工作基金會，致力於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建立合作企業，相信這種合作可能消除兩方之間的不信任感。朱永忠的臉上則始終帶有一種令人尊敬的嚴肅，他有一副好歌喉，向我們回憶起母親用三個小時去河邊挑水的童年場景，他創辦的三川發展促進會如今在青海省的四個縣開展扶貧工作，為當地人解決水源與教育等諸多問題。
但是當討論轉到中美關係時，困惑與無知就開始變得顯著。三十多位參加者，或許是成功的企業家、技術專家、音樂家、小說家、非政府組織成員的領導者，卻沒有一位對中美關係具有深入一點的瞭解。我們當然都確信，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興國家的中國，與目前世界的領導者的美國，它們之間的關係將深刻的塑造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但是，它將如何塑造，並將如何回避可能出現的巨大風險，我們不僅毫無頭緒，也缺乏基本的常識。在最近的一次「世界公共輿論」機構的調查，中美兩國人對於對方國家的信任度，都處於下降趨勢。
首先，我們對彼此國家的瞭解都過分淺薄。美國人對中國的概念仍主要停留在孔夫子和沃爾瑪超市的廉價品的水準，而中國成員儘管自認更了美國，卻總是陳詞濫調的用好萊塢電影、麥當勞來形容美國。
由於對於對方國家的傳統、政治理念、社會心理都缺乏理解，當我們開始談論起中美關係時，話題總是不由自主地回到臺灣、貿易赤字與人民幣匯率、朝鮮核危機問題，這是媒體與政客們最熱衷的話題，有一刻，我簡直以為正置身於政治競選時的辯論場，人人都在表明立場，卻沒有相應的分析，這些話題無疑都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的色彩。
美國人開始強調，人民幣明顯被低估，為什麼不應該升值，美國勞工不該為此受損；中國擁有超過一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為何不在國家事務上肩負更大的責任，為什麼它與委內瑞拉、蘇丹這樣的「流氓國家」政權如此關係密切，卻對於達爾富爾駭人聽聞的種族屠殺如此漠然；他們也不理解為什麼中國人一提起臺灣問題，就如此激動；當然，他們最不理解的是，為什麼在討論中你們從來都批評自己的國家的錯誤做法……

而中國人的辯論的口吻是尷尬的。我們或多或少都有一種身份上的焦慮感。或許在私下，我們都嚴厲的批評政府，但是在面對外來者時，個人身份、國家身份與政府身份卻徹底混淆在一起，邊界變得模糊。長期的集體教育使我們缺乏個人主義精神，當我們表達時，本能的用「我們」來取代「我」；中國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超過一百五十年的落後（經常是屈辱的）經歷，則使我們對於任何批評都過分敏感，毫無疑問，我們有一種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存在的「受害者心態」；更糟糕的是，幾乎所有討論的焦點在中國仍算得上敏感禁忌話題，我們所知的真實資訊相當之少，而公開而嚴肅的討論也很少進行，而中國社會的漫長與複雜性，也經常使解釋變得困難……所以，我們的回應儘管經常充滿情緒化，卻缺乏對應的說服力。
坐在會議室里的中國青年是多面的中國社會的一個參照。在朱永忠講述著青海人為基本的生存權而耗盡所有個人精力時，來自聯想集團的劉軍和江陰市的私營企業家曹克波卻是另一個中國故事——中國人正雄心勃勃的進軍世界，獲取昔日崛起的美國、德國、日本的市場力量與榮耀。於是一個世界歷史上很少遭遇的問題出現了，中國可能世界第一個成為經濟總量最大，卻同時在人均收入仍處於低水準的國家。於是，這樣一個場景出現了，中國已對全球格局有了重大的影響力，但我們卻仍保持著一個貧窮、落後和封閉社會的心理，我們仍充滿饑餓感地尋找一切，卻不知道如何承擔對應的責任，或是為自己的行為做出更合理的解釋。美國（或者整個世界）對於中國的憂慮，是因為他們看不清中國未來的前進的方向，中國沒有給他們提供一套前後一致、清晰而透明的行為準則。而中國人經常抱怨自己被誤解，卻可能沒有反省自己的國內政治與外交政策，多麼複雜的糾纏在一起，而我們卻沒有給出相對明確的說明。
關於1999年的中國使館被炸事件，我們的爭論註定沒有結果，感受也永遠不會相同。關於美國人的疑問，我們當然可以列舉出一連串的美國人在過往的外交政策上的不負責任的舉動，他們以國家利益的名義支持了那麼多獨裁的政府。這種反問是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但是我們要承認的一點時，美國國內對於自己的政策批評，要比我們的嚴厲和深刻得多，他們熱衷的那些無休止的辯論，儘管經常是淺薄的，但其中的一些卻的確重新塑造了美國社會，並擴展了美國政府與公眾對此的理解。
在中國在被描繪成一個有如此巨大的貿易盈餘和外匯的儲備的國家時，她卻存在令一個巨大的赤字——我們對於外部世界的理解。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美國漢學家對中國的分析，和我們的美國專家對美國的分析，像是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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